
　 　 　 人文论坛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6 卷第 5 期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26
 

No. 5
 

2020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RW. 2020. 06. 002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池翔. 重塑边疆:鸭绿江右岸的林木采伐、森林交涉与边疆秩序[ J] .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267-278.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5831. RW. 2020. 06. 002.

Citation
 

Format:
 

CHI
 

Xiang.
 

Reinventing
 

the
 

frontier:
 

Forestry
 

development,
 

negotiations
 

and
 

frontier
 

order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Yalu
 

River

[J] .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0( 5):267 - 278. Doi:10. 11835 / j. issn. 1008 - 5831. RW.

2020. 06. 002.

修回日期:2020-03-08

作者简介:池翔(1989—),女,重庆荣昌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

近代经济史、环境史、东北区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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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7 世纪以来,清朝统治者在封禁政策和中朝宗藩关系的影响下,在柳条边和鸭绿江之间保留

了大量的森林地带。 保留森林区域的目的之一是通过隔离鸭绿江两岸的居民往来以维持一个中朝间的

缓冲区,展现清朝“柔远之仁”。 然而,19 世纪末,东北成为了全球势力交锋和竞争的场所。 在沙俄的压

力和国内饥荒的困扰下,清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鼓励移民,并开放鸭绿江森林用于商业伐木。
与此同时,日本为了应对国内的马尔萨斯陷阱,将朝鲜半岛和清朝的东北视作扩张目标。 日本在甲午中

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不仅巩固了其在东北亚的地位,也为其对鸭绿江森林的军事控制和资源管

理铺平了道路。 随着 1908 年中日鸭绿江采木公司的成立,日本在中朝边境的林业发展中发挥的影响日

益明显。 本文以日俄战争前后鸭绿江右岸森林为例,着重考察林业发展过程中的森林消长与边疆形态

的关联,试从森林的视角重审东北边疆近代化的过程,讨论有关森林的商业、交涉与冲突如何内化为劳

资纠纷,并重塑边疆森林秩序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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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世纪以来,清廷和朝鲜都对鸭绿江沿岸森林厉行封禁。 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保护清朝“龙兴

之地”及旗人生计,二是以未开发的林区作为边境缓冲,减少中朝边界冲突[1]17。 19 世纪中期,战争

和灾荒的压力迫使清廷开禁这一地区。 以往的学界研究已经注意到农业垦荒、边境设治以及日俄

掠夺对鸭绿江右岸秩序的影响,但较少讨论林业开发对中朝边境的形塑[2-9] 。 实际上,移民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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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业的发展对这一地区的边疆形态造成了重要影响,也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有的边疆秩序。 关于

森林开发和边疆转型的讨论常见于欧美环境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形成了有关“资本主义边疆”
(capitalist

 

frontier)的基本叙事。 以美国史为例,19 至 20 世纪的美国林业史即展示了这样一幅图

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制材技术的升级,制材工场的兴起导致了“农业”和“林业”的分野。 同

时,制材业的发展又催生了一批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的出现挤压了传统伐木工的生存空间。 于

是二者的冲突与碰撞便造成了一种新的森林边疆秩序[10] 。 借鉴这种思路,显然有助于我们对近代

中朝边疆秩序的理解。
有意思的是,新的工业化制材技术虽然在 19 世纪下半期就已经引入东北的森林产业中,却没

有引发新旧工人的矛盾。 一方面,由于鸭绿江、长白山一带崇山峻岭,受各种条件所限,其林业机械

化水平总体偏低。 另一方面,由日俄带入的林业资本、技术和人力具有强烈的军事性和掠夺性,中
方劳工的冲突更多是与日俄商人和士兵因漂流木而产生外交纠纷。 但无论如何,从清朝前期官方

严禁流民“越界伐木”,到清后期官民共同参与森林开发,鸭绿江的林业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朝边境

的自然和政治生态。 在此背景之下,笔者以清末民初鸭绿江右岸森林为例,考察近代中国林业发展

过程中的森林消长与边疆转型的关联,以森林的视角重审东北边疆近代化的历程,探讨有关森林的

商业、交涉与冲突如何内化为劳资纠纷,并重塑森林边界的一段历史。

一、作为缓冲区的森林边地

鸭绿江右岸的森林位于今辽宁省东北部和吉林省东南部,包括自长白山南麓起、经宽桓丘陵至

黄海入海口的沿岸森林。 鸭绿江源头至临江县帽儿山有二十四条支流,又称“二十四道沟”,各道沟

之间有茂密的阔叶林和针叶林;帽儿山以南至鸭绿江下游为广阔的丘陵和山地,森林资源丰富。 根

据调查可知,在 20 世纪初大规模开采以前,鸭绿江和浑江流域森林面积约 90 万公顷,拥有红松、果
松、黄花松等针叶林以及桦木、水曲柳等阔叶林品种[3]21。 建州女真曾长期生活在长白山鸭绿江一

带,森林地带为他们提供了栖息和壮大的场所。 14 世纪以来,女真和朝鲜围绕领地和人参曾发生过

一系列斗争和对抗。 萨尔浒一战后,努尔哈赤统治下的后金政权优势逐渐扩大。 1626 年,皇太极强

迫朝鲜与后金结为“兄弟之盟”;1636 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并再次率兵征讨朝鲜。 从此,
清朝取代明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

清朝对于柳条边以东地区的封禁始于 17 世纪中叶。 早在 1638 年,皇太极沿明辽东边墙修筑柳

条边东段,设凤凰城、叆阳和堿厂三个边门。 顺治帝和康熙帝在扩建柳条边的同时,也多次下令封

禁鸭绿江上游的长白山区,禁止外族进入。 一方面,朝鲜国内在两次“胡乱”之后对清人十分忌惮,
担心清军会以越界交涉为由在鸭绿江岸驻军,甚至趁机攻入朝鲜。 因此,李朝国王不断上书请愿,
要求清廷放弃开发沿江林区,杜绝越界纠纷。 而清朝方面,18 世纪以来,清朝政权在山海关内的巩

固让清朝皇帝产生了更大的视野。 面对朝鲜,雍正帝和乾隆帝不再拘泥于女真和朝鲜之对抗的历

史,而是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为儒家世界的仁慈统治者[1]77-103。
乾隆朝《凤城琐录》记载:“凤凰城边栅北,自石人子与叆阳接界,南至海滨,亘百六十里有奇,出

栅至与朝鲜分界之中江,北远而南近,其地皆弃,同瓯脱者。 盖恐边民扰害属国,乃朝廷柔远之仁,
设官置汛立法綦严” [11] 。 由于“恐边民扰害属国,乃朝廷柔远之仁”,清朝在鸭绿江沿岸保留了大片

禁地,形成了柳条边墙以东、鸭绿江以西所谓“东边外”“同瓯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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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廷厉行封禁,仍有大量中朝边民在鸭绿江北和图们江流域越界垦地、伐木和采参,给朝

鲜和清朝带来交涉麻烦[12] 。 道光朝时期,清廷下令对东边外地区实行三级巡边制度,包括季节性巡

查,三年一次的巡逻和中朝公同会哨。 1847 年,钦差侍郎柏葰等官员制定的《查勘盛京山场详拟善

后章程六条》显示了清廷对于东边外管制的严厉:(1)叆江西岸,添设卡伦三座,以资稽查;(2)每年

统巡官出边巡查,应分春秋二季,以归核实;(3)每届三年春季,请令盛京副都统酌带官兵巡查一次,
统巡官毋庸派往;(4)统巡官出边,应令先知照朝鲜国地方官会哨,如无搭盖窝棚处所,该国地方官

具文,由统巡官申报将军,以备稽核;(5)各边门严禁出入,其采参刨夫、及运粮人等出边时共有若干

名,按名填注,进关时仍逐名勾稽,以防弊混;(6)三道浪头,为山犯偷运木植必由之路,应于该处酌

添官兵,严密堵缉。
对鸭绿江右岸森林的封锁和禁伐表明清朝重视作为宗主国的责任。 在传统的宗藩思想下,任

何官方及民间对鸭绿江森林的开采都被视为对中朝宗藩秩序的威胁。 除了加强边地巡逻以外,清
廷和朝鲜也对越界者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如有任何越界采参和伐木的汉人或朝鲜人被捕,那么汉

人将被囚禁,朝鲜人将被斩首,而负责该区域的地方官也会被免职[13] 。 清朝臣民与朝鲜人在刑罚上

的差异也反映出宗主国的优势地位。 总体来说,宗藩秩序在鸭绿江边境创造了一种“生态保护”的

森林边地,在这个空间内,鸭绿江森林的原始景观得到了保留,物产得到了保护,还储备了优质的木

材。 缓冲区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边境秩序。

二、鸭绿江伐木业的兴起

1860 年前后,随着俄国势力的渗透和华北饥荒问题带来的紧张局势,大量华北农民移居至鸭绿

江流域,清朝对边地森林的管理重点从封禁转向了征税[3]20-22。 1874 年,清政府宣布开禁东边外森

林,并成立相应民政机构[14] 。 1878 年,清政府在大东沟设立了木税局,负责木税的征收和砍票的分

配[3]44。 通过这种方式,鸭绿江森林的“东边木税”成为了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1880 年,光绪皇帝

正式宣布东北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正式承认后来成为构成伐木工人群体的外来移民[15]62-77。
鸭绿江伐木业的发展产生了木把和货栈两种分工。 一种为伐木工组织。 伐木工俗称“木把”,

木把团体的领导者为“把头”。 木把组织以把头为核心,组建伐木团队进山采木,木把按照各自专长

分别执行伐木、运输、造材和漂流的特定任务。 据记载,1845 年左右,山东移民最早开始在鸭绿江流

域兼业伐木,他们主要在马市台、大孤山和鹿岛等地采伐,然后沿江下放木材,卖到獐岛(今辽宁省

东港市獐岛村)。 中方木把还经常越境至朝鲜北部慈城郡的森林中从事砍伐,朝鲜方面则少有人从

事伐木[16]43-44。 第二种分工为货栈,也称料栈。 货栈是采购和销售木材的中介机构,其职能包括为

把头提供贷款,联结买卖双方,以及提供原木存储服务[17]28。 有的货栈还在后院设置客房,以接待来

自外省的木材商人或者过境的木把[18]137。 货栈多坐落于水运便利的鸭绿江入海口,如大孤山港、大
东沟和安东。 到 20 世纪初,鸭绿江森林每年可产出 200 万尺木材,鸭绿江木把和货栈成为最繁荣的

木业群体之一[19] 。
把头和货栈之间是一种紧密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早期的货栈组织资本金较小, 多在

1
 

000~ 2
 

000 元左右。 1903 年的调查显示,安东和东沟拥有最多由中国人经营的货栈,其规模不等,
最小的仅 5 名员工,最大的可雇佣 49 人。 有些货栈的员工人数包含了其直接聘用的木把。 在大东

沟的 14 家货栈内,员工人数少于 20 人(包含 20 人)的有 10 家,约占 71%。 安东的 30 家货栈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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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东沟料栈及经理(1902 年)

料栈名 经理名 员工人数

长丰栈 赵其亿 45
玉合升 乐耀荣 38
中和德 田福运 36
同庆栈 战其昌 35
合盛栈 毛鸿明 16
吉順栈 臧维桢 13
宝源栈 王立成 12
永成栈 孙志喜 10
泰顺栈 郑文焕 5
德茂栈 艾子恒 8
义德栈 刘凤祥 7
全顺栈 董国基 7
增盛栈 孙福云 6
万顺栈 潘福 8

工少于 20 人(包含 20 人)的有 14 家,约占

46%(见表 1 和表 2) [18]74-75。 由此可见,规
模小的货栈多依赖与木把组织的发展,与
可靠木把团队签订合同是获得稳定货源的

保障,有的木把组织能够同时为多家货栈

供货。 而货栈提供的贷款和契约又联结了

木把的伐木生产和之后的交易,促进了木

把组织的发展。 由于持续的战争和不安全

的环境,当时的木材交易大多以现金支付,
应付款一般为交易后的第二天。 只有大型

货栈才能发行少量票据或接受延迟支付,
例如总部位于大东沟的玉合升和长丰栈。
待木筏运抵后,货栈再将木材发往天津、烟台和上海等市场[20] 。

表 2　 安东料栈及经理(1902 年)

料栈名 经理名 员工人数
继祥栈 满子裕 19
广泰厚 郑盛五 21
福庆栈 邹守矩 15
永远栈 王榆魁 20
永兴福 王心亭 30
广元栈 郑希辅 6
東益昌 张荫堂 30
新丰栈 冷贯一 42
谦益增 姜云亭 11
宝盛栈 马德普 14
玉合栈 汤元音 25
兴盛栈 方韶九 42
长隆盛 段云彭 35
福隆祥 时可任 26
福盛祥 林修竹 23
和顺栈 战寿彭 34
中兴栈 邹功久 30
中和栈 干华堂 49
丰裕栈 初文博 33
公义盛 曲树榛 22
义兴德 李德春 15
大兴長 陈柏山 26
义增合 李凤岗 6
福丰栈 王乃猷 13
玉成栈 滕钦德 10
德裕成 陈铨祺 10

玉合栈房 张粹亭 14
恒发東 韩秀升 15
元茂利 周宏开 7
谦德和 武乐天 22

　 　 资料来源:“料栈”一词可参见農商務省山林局编写

的《鴨綠江流域作業及調查》,1904 年,丹东市图书馆藏,

第 74-75 页。 后同。

伐木和运材属于季节性的工种,每年 8
至 11 月是最适合伐木的时期。 通常木把

头和货栈会事先签订合同,由货栈经理提

供贷款,供把头组建木厂和购买物资。 条

件是把头保证在一定时间内将相应数量的

木材 以 低 价 交 付 给 货 栈, 作 为 贷 款 抵

充
 [3]39。 木把多为来自山东和山西的青壮

年移民,他们在经过严格的身体、皮肤、牙
齿和腿脚的身体检查后才被选中[21] 。 在经

验丰富的大把头的带领下,数十或数百名

木把进山伐木。 把头在进山时会预付 1 / 3
的薪水给工人作为押金,待木筏抵达东沟

或安东后,把头会支付工人剩余的薪水。
木筏漂流始于次年 3 月。 鸭绿江面从 3 月

起开始融冰,这时习水的工人会将编好的

木筏沿鸭绿江向下漂流或驾驶至大东沟。
木筏从鸭绿江上游漂至下游集散地通常要

两个月或更多的时间。 由于每年 8 月后北

风 增 强, 8 月 以 后 的 木 筏 漂 流 较 为

危险[17]137。
日俄战争爆发前,鸭绿江的木业以大

东沟为中心,清朝官方也参与到了伐木业

的生意中。 1902 年,清朝地方官和木商在

大东沟成立第一家官营伐木公司,名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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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木植公司,由东边道道台袁大化担任监督[22] 。 大东公司采用股份制运作,资本为 20 万两白银。
其总部设在大东沟,下设八个分支机构,共有 200 名巡勇负责在大东沟整理木筏。 大东木植公司为

木把团队提供贷款,但要求木把将伐木所得的 40%用于偿还贷款,其余盈余归木把所有[23] 。 据史料

记载,大东木植公司“甚得人民之信任,颇极一时之盛” [24]8。 清朝官员也对大东木植公司给予高度

评价。 直隶总督袁世凯在给清廷的报告中,就称赞袁大化的木植公司保护本地木把,为解决本地人

生计做出贡献[25] 。 后来由于擅自强占木把的漂流木,导致“商民怨恨,经营消沉” [16]45-46。

三、日俄在鸭绿江流域的林业拓殖

沙俄的势力在 19 世纪下半期通过割地和铁路合同进入东北森林。 在国家层面的条约和谈判

中,沙皇最关心的是通往太平洋的入海口和可以运送部队的远东铁路线,森林和木材只是修筑铁路

的副产品。 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鸭绿江森林因其特殊的地缘意义开始受到关注。 1896 年,符拉迪

沃斯托克的俄国商人尤利·伊凡诺维奇·布林纳在朝鲜境内取得了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上游为期 5
年的伐木和开矿特许权,这项特许权在俄国内部引发了争议。 当时沙俄政府内部大致有维特和别

佐勃拉佐夫两派。 维特是财政大臣,把持东清铁路的修建和管理,坚持俄国势力应保持在吉林以

北;别佐伯拉佐夫是西西伯利亚总督特殊助理,与沙皇私交甚密。 这一派主张利用鸭绿江伐木特许

权,开发朝鲜北部森林,以对抗日本对朝鲜的经济和军事渗透
 [26]93-199。 1900 年,别佐伯拉佐夫向沙

皇提议成立东亚开发公司。 然而,这项提议被维特否决。 维特和陆军大臣库洛巴特金等认为,俄国

应该“保持特许权而不充分利用它”,这样日俄之间可以在朝鲜北部维持一个中立地带,避免双方发

生摩擦[26]238。 同时,日本方面也一直密切关注俄国在朝鲜境内的鸭绿江特许权,并试图在 5 年期满

时取而代之[27] 。
1903 年,鸭绿江的林业开发成为日俄之间互相抗衡的场所。 1903 年 6 月,沙皇在圣彼得堡召集

会议,正式成立俄国远东木材公司。 此时鸭绿江伐木特许权几经转手,已被沙皇以驻朝鲜领事马丘

宁的名义买下。 远东木材公司实质是私人公司,公司经营业务不限于木材,还包括东北和朝鲜的矿

物、渔场和毛皮等。 随后马德里托夫作为负责人,将企业总部迁至韩国龙岩浦[24]242,260。 俄国木材公

司在龙岩浦除了伐木作业以外,还在安东铺设铁轨、电线、道路,并屯兵数百人。 日方认为,这是以

“森林事业”之名,而行军事部署之实,是俄国为了“在鸭绿江建立政治根据地的长远事业”做准备。
为了遏制俄国借助林业开发的军事扩张,日本也联合清廷在首尔成立中日合资义盛公司,以保护中

方木筏为由,分公司设于安东[28] 。 远东木材公司经常恶意捞取中国木把运往大东沟的木筏,已经多

次引发械斗。 而安东和龙岩浦仅一江之隔,两家公司都强制扣留上游流下的木筏,不让对方有机可

乘,导致各木把不敢从上游放排
 [3]80。 库洛巴特金后来回忆说:“俄罗斯木材实业公司所开展的活动

确属商业性质,然而现役军官参与其中和他们所进行的具有军事意义的作业,使该企业必然具有军

事政治性质。” [29]最终,日俄森林交涉也成为日俄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近代日本对于林业的开发有明确的要求,日本学者普遍把林业和进步、国运联系在一起。 例

如,1904 年林学士河合铈太郎曾撰文指出,森林经营是关乎国运盛衰的大事。 他认为,英国和美国

都是“林业有名的邦国”,而清朝和韩国“森林消尽,人民意气消磨……森林荒败,国运衰微……森林

影响国民的精神机能”。 因此,日本作为“东洋唯一进步国”,林业乃是“百年基业”,一定要做长远

打算。 他还指出,日本要经营“集约化的大林业”,需要大的海外需求[18]1-6。 当时,为了消耗日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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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木材制造业过剩产能,以及为北海道木材开辟新的市场,日本农商务省山林局已派出专业人员到

中国各地开展调查,考察森林资源、木材工业及市场。 调查员提交的报告认定,鸭绿江木材工业的

发展和中国市场的培育对日本有利可图。 农商务省因此敦促三井和大仓等财阀前往中国东北地区

设立分支,开展业务。 1905 年,日本在《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的《附约》中单独提出了对鸭绿江森

林的经营要求。 根据《朴茨茅斯条约》的规定,1905 年 9 月 5 日,日本获得沙俄在东三省南部权益。
同年 12 月 22 日,日本与清政府就鸭绿江的森林问题进行谈判。 谈判结果是,日本获得了鸭绿江右

岸森林的全部采伐权[30] 。
1908 年,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在安东正式成立。 日本人对于清朝鸭绿江沿岸的伐木现

状一开始不甚满意,他们认为“清朝人对森林的看法是极度粗放的,也是极度不规范的”,但如果与

中方交战又将非常不利,所以考虑“中日双方联合管理”,最理想的情况是与日本在“北海道的木材

公司合资” [31] 。 最终经过多轮谈判,采木公司获得了鸭绿江右岸木材专卖权和通化以北的专属伐

木区,包括“头道沟至二十四道沟,距鸭绿江面干流 60 华里以内”。 作为回报,公司每年应向清政府

上缴净利润的百分之五。 同时,中日在多个方面也达成了协议:首先,新成立的采木公司应为生活

在浑河森林的中国木把提供伐木机会;其次,该公司应向中国木把提供贷款用于伐木;第三,该公司

应为江浙铁路公司提供木材以及满足本地居民日常需求;第四,该公司承诺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出售

木材,并禁止任何垄断行为;最后,日本撤走日俄战争期间建立的所有军事木材厂[32] 。
在中日商定条约的优惠待遇下,采木公司利用日本的技术,迅速改善了本地的林业制材条件。

鸭绿江沿岸的制材工场最早运用于军事工业中,因为修筑防御工事需要专门的板材,因此制材业一

开始具有强烈的军事性。 例如,1903 年俄国在龙岩浦设制材厂(后被日本大仓组接收)和 1905 年日

本在安东设军事木材厂。 至 1906 年,鸭绿江下游有三家军事制材厂,分别是安东县和龙岩浦的大仓

组,以及位于新义州的大林组。 日本人注意到,清朝人“能用木材做建筑材料的人少之又少”,而现

有的三家制材所只服务于军用,无力承接私人生意,因此“未来必须组建一个大型锯木厂” [33] 。
1915 年,采木公司制材所与日本大仓财阀所设的制材厂合并,改名为鸭绿江制材无限公司。 制材无

限公司共有带锯机 5 台、圆锯机 16 台、竖锯机 10 台、横切圆锯机 4 台、横式带锯机 3 台、制函用圆锯

机 38 台、蒸汽横切锯机 2 台等共 82 台锯木器械,是完全机械化的制材厂[16]86。 除此之外,鸭绿江右

岸还有其他机器制材所 26 家,全部为日本人所掌握[22] 。 1928 年,整个东北拥有锯木器械 484 架,仍
多数为日本人所经营[34] 。 至 1931 年,华人木商在安东所设“火锯工厂”仅 2 家,分别为“双兴号及德

和工厂” [35] 。
由于机械化的总体水平还较低,以及中日鸭绿江森林的谈判已经保障了中方木把的伐木机会

和贷款需求,采木公司更多是延续和整合了已经存在的木把和料栈组织。 采木公司在鸭绿江上游

的通化县、帽儿山和长白县设了三个分局,为料栈和把头提供贷款并收购木材。 中国木把以两种身

份与采木公司合作:“贷金把头”和“直营把头”。 “贷金把头”是“仿照料栈搭办木把之习惯”,主要

由通化分局和帽儿山分局实行。 分局先与把头签订合同,约定先由分局提供贷款和物资,资助木把

团队入山伐木。 然后年底时,木把将所伐木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分局,由分局以市场价格交

易。 如有盈利,分局在抵销贷款后将盈余还给把头;否则,把头及其团队将继续伐木,直至还清贷款

本金和利息。 1909 年,通化分局赞助了 132 个把头;到 1910 年,赞助把头数量增加至 140 个。 而帽

儿山分局在 1909 年赞助了 53 个贷金把头,1910 年数量不变[36] 。 “直营把头”模式是聘用把头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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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儿山至二十四道沟的专属林场伐木。 长白县分局正好位于采木公司直营林场内,因此该分局所

合作的木把就是直营把头。 除了伐木地点不同以外,其他程序与贷金把头相同。 两种合作模式都

有其优点和缺点。 对于把头而言,从采木公司分局借来的贷款赋予他们掌控木把组织的权力和个

人财富积累的可能。 但当木价低迷时,出售木植所获得的收益往往不足以偿还他们所借的贷款。
长期的把头债务一度成为贷金把头和鸭绿江公司面临的困难问题,因此采木公司在挑选把头的时

候特别强调“勤勉诚实” [16]174。
在采木公司资本和技术的加持下,鸭绿江林业的开发有了质变。 据记载,1909 年至 1929 年之

间,有 3
 

693. 6 万连①木材从鸭绿江上游被运往安东,平均每年 115 万连,1909 年达到 140 万连,此后

下降。 自 1916 年以来,木材总额再次增长,到 1921 年达到创纪录的 390 万连,然后下降到 150 万

连。 运送到的木材在采木公司所属制材厂被加工成各类板材,包括枕木、坑木和建筑用木,然后运

往省内省外的市场。 木材市场包括辽阳、本溪、呼兰和抚顺等本地市场,以及通过安东、吉林和营口

转销至国际市场[37] 。
在日本人主导的鸭绿江森林开发中,中国木把经常因为日本人的偏见而受到恶意打压。 日本

林学士綱島政吉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 綱島政吉长期在鸭绿江上游的日本营林厂和采木公司直营

林场工作。 每到夏季,鸭绿江上游产木区会聚集大量的林业技师和工人。 一般而言,约有 300 多名

日本人、200 多位中国木把、1000 多名韩国木把和 300 多位筏工。 綱島政吉注意到,木把的工资多寡

是与其身份直接挂钩的。 一般来说,日本工人收入最高,韩国工人收入最低。 具体来说,日本木把

一天的工资是 60 至 80 钱,稍有经验者一天可挣 80 钱至 1 圆 20 钱;中国劳工一天能挣 50 至 60 钱,
而韩国工人一天只有 40 至 50 钱。 綱島政吉对中国木把和韩国木把进行了一个比较。 他观察到,中
国劳工有很多优点。 他们早出晚归,技术精湛。 即使在寒冬也披星戴月,终日无休。 但是他也指

出,中国木把存在一个弊端,即“行为不活跃”。 而韩国工人与中国工人正相反,“早上去得晚,晚上

走得早”,尽管如此,“他们行为活跃”。 由于性格上与日本人有相似之处,日本人更愿意雇佣韩国工

人。 綱島政吉还建议说,当中国木把和韩国木把同时被雇佣时,“清人对韩国人有虚荣心”,可以利

用这点使其“相互竞争”,进而坐收渔利[38] 。

四、森林交涉与劳资纠纷

随着鸭绿江林业开发的推进,围绕森林和木材的国际纠纷数量也急剧增加,这提示我们,森林

冲突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东北边疆秩序的一部分。 1910 年,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时任湖北省外交专员

的熊希龄就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提议,要保全东北,应该利用东北的林矿资源吸引多种国际势力介

入,然后让他们互相制衡。 他写道:“惟东二三省矿产,尚未延聘技师详细调查,各国商人知之甚少。
此外吉、江森林所在,复因交通不便,弃利于地。 似均可通告各国,招徕商人承办,苟能应时而至,纠
集巨股,则大林、大矿所在,势必召集华工,以便移殖,建筑铁道,以便传输,全省境内轨线纷歧,华洋

杂处,亦足以破坏日、俄之势力范围也。” [39] 熊希龄的计划是以东北资源开发引发国际竞争和华洋

交融,从而使中国免于任何单一殖民势力的控制。 这样的以林业开发来制衡殖民势力的策略在一

定程度上有其意义,但在实践中也带来一系列关于边界管控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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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 19 世纪前半期清朝对鸭绿江森林的管理在于如何控制越界的人,那么在 19 世纪后半

期,清朝以及此后的民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鸭绿江森林问题就是如何控制越界的木。 所谓“越界的

木”,是指在水运过程中被洪水冲散或被人为盗窃的单根木植或整张木筏,以及在航行中搁浅的木

排。 鸭绿江木材的运输方式主要依靠水路,由于鸭绿江水势本身湍急,木筏在从上游漂流至安东的

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意外。 因此,这种“越界的木”也被称为“杂字号”或“漂流木”。 当中国木把

在中国领土上砍伐木植、制成木筏,然后沿鸭绿江顺流而下放排,但却不幸被洪水冲散导致遗失,或
者是漂到了对岸被日本人打捞。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中国木把的漂流木问题成为地方官员面

临的难题。
日韩士兵和中国木把之间经常因漂流木问题爆发冲突。 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日军就在鸭绿江

沿岸以“军事需要”的名义打捞和强占中国木把所有的漂流木,而引发一系列冲突。 1905 年,日本军

政署在安东成立军事木材厂,在浑河口、羊鱼头、帽儿山、头道沟和韩国义州设立了五个军事检查

站,要求中国木把以高价购买日本人发布的准票和护照,否则日方将没收从鸭绿江上游漂流至安东

的所有木筏。 对此,中方木把多次抗议,并发生械斗[40] 。 此外,日本控制下的韩国士兵和木把也因

为在鸭绿江上盗窃漂流木而臭名昭著。 1910 年,日韩签署《日韩合并条约》,韩国正式成为日本殖民

地。 作为日本代理人,韩国士兵经常打捞属于中国木把的漂流木,撕毁木料上的标记,然后以高价

出售他人以牟取暴利,或者要求中国木把以高价赎买。 随着中国工人反复遭遇漂流木扣留和丢失

事件出现,中国木把的反抗情绪不断升级[3]401-402。
除了人为因素以外,鸭绿江的自然环境确实容易引发漂流木的问题。 以鸭绿江采木公司“营业

课第三年度决算说明书”的记载为例,从 1910 年 10 月至 1911 年 6 月底,鸭绿江共发生三次洪水,导
致采木公司木材流失,收益受损。 三次漂流木情况分别是:(1)上年 10 月 23 日,河已成冰,不料天

气复暖,风狂水涨,上流冰块随流鼓荡……江岸木排被冰块撞断,铁缆漂散 20 余张;(2)今春 3 月 21
日,狂风暴雨,同时并作江水陡涨数尺,漂散木材约 2

 

000 连;(3)今夏 6 月 22 日,洪水陡涨,比宣统

元年水势大。 安埠尽成泽国,贮木场水深丈余,整跺木材随流。 本年三遇水灾漂散木材约 6
 

000 连,
找回 4

 

000 连,合计流失 2
 

387 连 659 根,系建造庙宇修筑公园公益之举,实不可少。 根据记载,每一

次涨水都会导致木排流失,平均一次洪水就会带来约 800 连木材的损失,可见鸭绿江的漂流木问题

“实处意料之外,非人力所能抗” [36]67。
为了化解漂流木纠纷带来的冲突,1907—1909 年间,新成立的鸭绿江采木公司对漂流木实行了

集中管理。 采木公司规定,所有鸭绿江右岸冲散或丢失的漂流木及木筏全部由公司统一收集,再由

木把照价回赎[24]7。 但是,由于采木公司设定的回赎价格较高,同时又规定如果在一定期限内没有

回赎,公司有权出售漂流木[16]96-177。 民国学者于佑任评论认为,由采木公司管理漂流木的做法等同

于把“主权让渡于采木公司” [24]8。 由于采木公司实际被日本人掌控,回赎价格又偏高,中国木把对

此怨声载道并多次发起抗议。
漂流木问题继续成为冲突的源头,并逐渐内化为一种劳资纠纷,加剧了清末民初木把与货栈之

间的分离。 为了解决外交困境争取更多主动权,1909 年,奉天东边道成立了专门处理漂流木的官方

机构———漂流木局,以取代此前采木公司对漂流木的管理。 漂流木局受兴凤道道尹监督,设有六名

董事会成员,以及多名文员和财务主管。 货栈商人季玉堂担任第一任局长。 为了以合理的价格收

集和赎卖漂流木,东边道道尹委托富有的货栈商人全权经理,负责统一按日方要求价格先垫付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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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回赎价,再以较低的价格赎卖给木把。 官方成立漂流木局的本意是希望减少中国木把与日方的

直接接触。 按照奉天东路观察使朱淑薪的解释,他认为,货栈商人拥有可靠资金来源,只有他们才

能预支足够现金,从朝鲜营林厂赎回中方漂流木。 因此,必须依靠货栈商人来建立漂流木局。 他还

认为,漂流木局是日方与中国木把之间的中间人,可以减少摩擦并降低漂流木的赎买价格[41] 。 然

而,朱淑薪没有考虑周全的一件事是,几乎没有木把参与漂流木局。
漂流木局的董事会缺少木把代表很快引发了不满,木把因此不信任漂流木局对木把权益的保

护。 相反,他们谴责漂流木局的中介行为是“剥削”。
 

1912 年,鸭浑两江木把代表辛酉山向奉天临时

省议会提出申诉。 在请愿书中,他反复强调木把和货栈在劳动分工方面的分离。 他说:“木把、料栈

各营各业,界限分明。 木把伐木谋生,料栈代木把卖木取用。”因此他认为,“全由料栈组织并无木把

在内”的漂流木局只是料栈公会,而不是木把公会。 辛酉山接着列举了漂流木局多项不合理收费,
表示漂流木局的职能描述完全是“侵占而不是保护”。 这些收费分别是:第一,凡被漂流木局收集的

冲失木植,木把的赎回价格是每根原木 0. 25 元;第二,在木排到达安东时,漂流木局要求凡木排价值

达到 100 两时,每排木筏应再收取 1 两作为“局费”;第三,漂流木局还将每张木筏分为五部分,向每

个部分额外收取的 0. 4 元作为“学款”。 根据辛酉山的说法,从 1909 年到 1912 年,漂流木局总共获

利超过 40 万两白银,但从未透露其详细收支情况。 辛酉山认为,朱淑薪一味偏袒木局,木局不仅逃

避了国家税收,而且还严重侵犯了鸭绿江和浑河木把的利益。
木把代表要求成立单独的以木把为中心的组织,并取名为“鸭浑两江保护木业事务所”。 辛酉

山等坚持认为,只有由木把组织的事务所才能充分体现木把的利益,木把应该自己负责漂流木回

赎,而不应该再受货栈的利用。 另一位木把代表宫海亭甚至使用了当时流行的“专制”和“共和”来

论证他们的要求。 他说:“从前在满清时代,木把受压力于专制政府之下,遂有官办杂字号,迁流而

为漂流局,剥削脂膏不遗余力。 今民国鼎新,《临时约法》内载,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集会、结社

之自由,则凡所有前清无当于理之法律章程,皆在应行派出之列,代表等方庆得伸公理。” [41] 宫海亭

表示,《临时约法》赋予了木把群体自由结社的权利。 只有由木把自主结成的“鸭浑两江保护木业事

务所”,才能真正保护木把利益,漂流木局代表的是货栈商人的利益。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朱淑薪出面调解,1913 年奉天兴凤道取消漂流木局,正式成立“鸭浑两江

公立木业总会”。 木业总会同时包含木把和货栈两个群体的代表,正会长仍为季玉堂,宫海亭担任

木业总会下设支会的干事[42] 。 木把们虽然参与了公立木会,但丝毫没有掌握任何实权。 此外,由于

木把们每年入山伐木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基本无法参与木会的具体管理,其运行实际上仍有货栈商

人把持。 至 1916 年,仍不断有木把代表在安东地方厅呈控季玉堂办理漂木“侵吞浮冒,抗不算账”,
要求“追缴款项” [43] 。

由漂流木引发的货栈木把各自立会风波也反映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货栈商人和木把曾经在

1900 年代紧密合作,共同为鸭绿江伐木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木把和货栈商之间的贫富差距虽然

存在,但当时并未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随着日本对鸭绿江木材业务的深入渗透,本地官员在与日

本的谈判中越来越依赖于货栈不断增长的财富。 因此,货栈经理的地位大多得到提高,而木把的利

益常常被压低。 木把群体和货栈管理者之间的旧有的联系不再得到承认,而是强调二者间的分歧。
随着民国时期木材商人协会和行会逐渐壮大,木把公会和货栈公会之间的分离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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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18 世纪以来,鸭绿江的林业发展与边界重塑处于同步且交互的状态,森林的保存与消耗深刻形

塑了中朝 / 中韩之间的领土和主权观念。 18 世纪,为了杜绝中朝间的越界纠纷和展示清朝皇帝柔远

之仁,清朝划凤凰城以东的鸭绿江的森林为禁区,森林充当了中朝边境的缓冲地带。 到 19 世纪,日
俄围绕鸭绿江森林展开了军事控制和森林资源的争夺,日本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吞并了朝鲜。 朝鲜

方面一直允许中国木把前往鸭绿江左岸的朝鲜领土伐木[24]8。 直至 1910 年,日韩签署《日韩合并条

约》,日本终止了中国木把的伐木权,并要求设立清晰的森林边界。 曾经模糊的“森林边地”成为了

新的“森林边界”。 可以说,森林的消长参与了中朝之间宗主权到主权的转变过程。
鸭绿江森林的商业化也逐渐改变了森林中的劳资关系。 1878 年,清政府在安东设立了木税局,

曾经严控出入的森林边地变成了官方认可的伐木区。 伐木业的兴盛吸引了大批移民,并出现了木

把和料栈两个群体的分工。 初期,木把与料栈是密切合作的联盟关系。 由于料栈普遍规模小、资金

少,大量小中型料栈依赖木把群体提供稳定的货源。 然而到了后期,在官方和国外势力大规模的资

本与技术投入后,伐木工人与料栈经理之间的收入和地位开始呈现逐步分化的趋势。 日本对鸭绿

江林业的控制也增加了清朝地方官员的交涉压力,而外交困境又加深了木把和货栈间的劳资纠纷。
日俄势力介入鸭绿江森林开发的后果是复杂的。 一方面,木把群体都希望与有能力保证自己

利益的一方合作,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外国势力成为他们为解决争端而依附的新权威。 另一方面,
木把们的身份边界迅速形成。 就鸭绿江地区的伐木权而言,统一的民族国家身份,即中国公民的身

份迅速形成。 具体来说,本国和非本国成员在处罚非法伐木的情况时有明显区别。 清朝官方要求,
韩国人必须在获得中国公民身份后,才有权在鸭绿江右岸的中国领土上进行伐木,否则将被贴上

“韩匪”的标签并被捕。
 

此外,如果有韩国木把被发现与中国木把合作,并在鸭绿江右岸的中国领土

上伐木,韩国木把会受到严惩,而中国木把则被视为受害者,因为地方官认为中国木把一定是受到

了韩国人的欺骗[44-46] 。 这样一来,木把的身份国籍决定了在鸭绿江右岸伐木是否合法。
漂流木回赎的交涉与冲突逐渐成为东北区域秩序的一部分,交涉中的中方木把开始有了自治

的需求。 木把们要求成立独立的“木把公会”,以维护漂流木的回赎权益。 这也成为清朝官员面临

的新议题。 19 世纪以来,国家、林业和劳工在鸭绿江的森林地带不断重塑东北的边疆。 以伐木制材

为主的经济新秩序取代了过去以封禁森林来展示帝国权威的需要,林业的发展引发了东北资源管

理和边境秩序的重大转变。 随着林业开发的深入和伐木工人力量的增长,林业作为一种新的秩序

重塑了东北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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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7th
 

century 
 

the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influenced
 

by
 

the
 

closing-off
 

policy
 

and
 

the
 

Qing-Chǒsn
 

tributary
 

relationship 
 

have
 

preserved
 

a
 

large
 

area
 

of
 

forested
 

land
 

between
 

the
 

Willow
 

Side
 

and
 

the
 

Yalu
 

River.
 

One
 

of
 

the
 

purposes
 

of
 

preserving
 

the
 

forest
 

area
 

was
 

to
 

maintain
 

a
 

buffer
 

zone
 

by
 

isolating
 

the
 

reside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Yalu
 

River 
 

thus
 

demonstrating
 

the
 

Qing
 

emperor s
 

benevolence.
 

However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Northeast
 

China
 

became
 

the
 

site
 

of
 

global
 

rivalries
 

and
 

competition.
 

Under
 

pressure
 

from
 

Tsarist
 

Russia
 

and
 

plagued
 

by
 

internal
 

famine 
 

the
 

Qing
 

government
 

resorted
 

to
 

a
 

series
 

of
 

new
 

policies
 

to
 

encourage
 

immigration
 

and
 

open
 

the
 

Yalu
 

River
 

forest
 

for
 

commercial
 

logging.
 

Meanwhile 
 

to
 

deal
 

with
 

the
 

Malthusian
 

trap
 

in
 

Japan 
 

it
 

regarded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northeast
 

of
 

the
 

Qing
 

Dynasty
 

as
 

expansion
 

targets.
 

Japan s
 

victorie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Northeast
 

Asia
 

and
 

paved
 

the
 

way
 

for
 

its
 

military
 

control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forests
 

of
 

the
 

Yalu
 

River.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o-Japanese
 

Yalu
 

River
 

Logging
 

Company
 

in
 

1908 
 

Japan
 

took
 

control
 

of
 

forestry
 

development
 

on
 

the
 

Sino-Korean
 

borde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
 

development
 

and
 

frontier
 

formation.
 

It
 

attempts
 

to
 

re-examine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from
 

a
 

forest
 

perspective 
 

discussing
 

how
 

forest - related
 

commerce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have
 

been
 

internalized
 

into
 

labor
 

disputes
 

and
 

thus
 

reshapes
 

the
 

history
 

of
 

forest
 

boundaries.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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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ber
 

firm
 

 huozhan   
 

lo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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